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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家理想与 《新青年》 的启蒙
张连义

摘　 要： 共和国家理想是 《新青年》 启蒙思想的基础。 国家与国民的密切关系使 《新青年》 同人意

识到要建立理想的共和国家， 必须根除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 提高国民素质。 提高国民素质一方面要求国

民身体强健， 另一方面则需要重塑国民精神， 而国民精神的重塑又是核心。 早婚是影响国民身体的最大障

碍， 家族制度和儒家思想则是其根源， 因此， 否定儒家思想也就成为必然。 在否定儒家思想的基础上， 全

面学习西方国家， 以民主和科学思想替代专制和封建思想就成为重塑国民精神的途径， 也是启蒙的主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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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确立了共和国家的政体， 但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共和政体只具有理论意义， 因

此， 追求共和国家的内容， 寻求内容与形式的合一就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诉求。 《新青年》 以引领青年

为己任， 强烈的启蒙意识是其明显特征， 其启蒙涉及妇女、 教育、 文化等诸多方面， 目的是改造国民

灵魂， 提高国民素质， 最终实现建立共和国家的理想， 中华民国也由此成为 《新青年》 “启蒙” 的

基础。

一

在 《新青年》 第 ２ 卷第 １ 号答汪叔潜的通信中， 陈独秀提出了关于国家的设想： “近世国家， 无不

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 各党策略， 非其比也。 盖国家组织， 著其文于宪法， 乃国民总意之表征。”
又说： “宪政实施， 有二要素， 一曰庶政公诸舆论， 一曰人民尊重自由。 否则， 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

权， 号称政党政治则可， 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 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 在陈独秀的理想中， 国

家 “乃国民总意之表征”， 是全体国民意志的表现， 潜台词则是， 国家国政要公开， 人民的自由要得到

尊重。 如果说如此论述还稍嫌笼统的话， 那么陈独秀在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中的表述可谓目标明

确： “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 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 若康有为、 辜鸿铭等， 尝辞

而辟之， 虑其谬论流行于社会， 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 根本摇动也。” ［１］ 不难看出， 陈独秀要维护的是

刚刚建立不久的共和国———中华民国， 表达的是对共和国家的向往。 不过， 因为当时的局势， 所谓的共

和国家徒有其名， 政权实际上仍然是统治者的专政， 人民的自由更是得不到保证。 这对于有着共和国

家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绝不能接受的， 因此，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共和国家的追求。 陈独秀关

于国家的理想基本上代表了 《新青年》 杂志的态度， 这不仅因为陈独秀作为 《新青年》 主撰具有象征

意义， 《新青年》 后来逐渐变为同人刊物，① 还在于 《新青年》 的作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高一涵认

为： “共和国的总统是公仆， 不是 ‘民之父母’； 共和国的人民， 是要当作主人待遇， 不能当作 ‘儿

① 《新青年》 从第 ４ 卷第 １ 号起， 由李大钊、 钱玄同、 刘半农、 胡适、 沈尹默、 高一涵、 周作人轮流编辑， 不久鲁迅也加入

编辑队伍当中； 第 ４ 卷第 ３ 号刊登 《本志编辑部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 投稿章程业已取消， 所有撰译， 悉由编辑部同

人共同担任， 不另购稿。” 即 《新青年》 自 ４ 卷 １ 号后改为同人编辑， 不接受来稿； 第 ７ 卷第 １ 号更是发表本志宣言： “现当第七

卷开始， 敢将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 明白宣布。 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 也共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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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待遇， 不能当作 ‘奴虏’ 待遇的。” ［２］ 《新青年》 特别强调共和国家与国民尤其青年之间的紧密联

系： 一方面， 国家是人们的依托， “近世乃知人民之权力自由， 由法律所赋予。 国家权力强固一分， 即

人民权力强固一分， 确认国家无自身之目的， 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 ［３］ ； 另一方面， 国民素质尤其是

青年素质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前途， 青年应该自觉承担起 “立国” 的重任， “可知立国精神， 端在人民心

理。 人人本其独立自由之良心， 以证公同， 以造舆论。 公同舆论之所归， 即是真正国体之基础……故

国体之变更与否， 由吾人精神以观， 几无研究之价值。 吾辈青年责任， 在发扬立国之精神， 固当急起

直追， 毋以政治变迁， 而顿生挫折， 令吾人最贵之精神， 转役于曲折循环之时势， 而为其奴隶焉， 则

庶几欤” ［４］ 。
　 　 从 《新青年》 的表述中不难看出， 其关于国家的理想是名实相符的共和国， 不仅要有共和国的形

式， 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内容。 在他们的理想中， 国家的未来应该是国民的自觉选择， 国民素质直接

决定国家前途。 国民素质不能靠国家的强行灌输或硬性规定， 而是要由国民自己养成， “……道德不能

由国家干涉的； 不是说共和国家不必尚道德的， 是说主人的道德， 须由主人自己培养， 不能听人指挥，
养成奴性道德的” ［２］ 。 《新青年》 关于理想国家的表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

国家观念的基本认识，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理想色彩。 其实， 早在 １９０３ 年， 梁启超就在 《新民说》
中提出自己关于国家的理解：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 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 上自道德法律， 下至风

俗习惯、 文学美术， 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 祖父传之， 然后群乃结， 国乃成。” ［５］ 至中华民国建立， 梁

启超关于民族国家的设想已有部分实现，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 共和国只是一个形式， 缺乏与之相适应

的内容， 并且就是这样一个形式也不断遭遇冲击和质疑。 处于这样一种关头， 《新青年》 关于理想国家

的提出及设想就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必然性。

二

中华民国的建立废除了存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但并未真正成为理想的共和国家， 由于历

史和现实原因， 共和国有名无实， 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共和国家徒有形式， 人民的生活并

没有因此得到改善， 反而因为战争更加困难。 对于这一点， 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们中

国由君主改为共和已经七年了。 这七年里头纷纭扰攘， 变故迭生， 四万万人没有过一天安静的日子

……中国一般的人民在这七年里头已经闹得个民不聊生， 在战事区域内的， 更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每天的生活， 一天难似一天， 租税加重， 物价加贵， 收入日少， 钞票日跌。” ［６］ 陶履恭认为当时的共和

国家徒有其名， 其实质还是专制。 “……所以人人的脑筋里是专制的。 他的理想的政治是拿破仑、 袁世

凯， 最服膺的政治观念是统一是武力。 最赞美的道德观念是忠孝节义。 上焉者每天的钻营谋干， 不过

是光宗耀祖， 挂着一个爱国爱民的假面具。 这种人民， 因为久伏于专制制度之下， 是专能骄下谄上，
没有独立性的。” ［６］这基本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 共和国家一方面延续的仍然是专制的思想， 另一方

面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共和国家形式与实际内容的严重背离， 自然引起不少人的质疑， 甚至有人怀

疑共和国国体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 于是， 共和国的虚名不断受到冲击， 随时有被变更的危险。 杨度

诸人发起筹安会， 讨论国体问题， 就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此邦官民， 对于吾国国体变更， 莫不欣欣然

有喜色。” ［７］在此情形下， 维护共和国的国体并探讨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就成为时代的必然， 也是

《新青年》 启蒙的主要内容。
既然国家是由国民组成， 国民素质决定了国家的现状和未来， 因此， 从分析国民现状入手探讨理想

国家的出路就成为必然。 当时的国民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当时的情况是 “吾国社会迄于今日兹， 已陷入麻木不仁之象” ［８］ 。 顾克刚更是认定 “盖今日所存之

形式， 谓之已亡， 亦不谓过。 所存一线之生机， 惟在后进之青年耳” ［９］ 。 被寄予厚望的青年中的精英

———学生如何呢？ “环吾左右而居者， 无一非堕落之人也。” ［１０］王统照在学校阅览处看到的是： “报章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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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陈列所， 恐亦惟愿浏览一二狐禅之笔记， 与夫妄诞不经之裨史， 或则涉猎数页煨鄙琐屑之杂著，
以及文采风流之小说， 而于类于进德修业之危言正论， 与新颖精湛之科学的文字， 乃绝不一观焉。” 而

记者认为： “惟国中大多数人， 缺乏进步向上之心， 此问题甚大。 似非报纸可医， 且恐非教育可救

也。” ［８］另外， 在 《新青年》 通信栏以及诸多文章中， 关于社会现状和国民精神状态的描述比比皆是，
其总的特征就是麻木、 消沉、 了无生气。 面对国民的麻木不仁和岌岌可危的形势， 先进知识分子产生

了强烈的危机意识： “许多人所怕的， 是 ‘中国人’ 这名目要消灭， 我所怕的， 是中国人要从 ‘世界

人’ 中挤出。” ［１１］这也难怪他们的思想如此激进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更使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
落后不但要挨打， 还可能要亡国。 在中西强烈对比中， 他们开始审视自身并追究落后的根源， 专制制

度及其基础家族制度成为主要因素。 “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 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前

进。 推其原故， 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依据。” ［１２］ 西方国家的强势和专制造就

的国家落后， 使他们认识到，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必须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 要彻底推翻封建专制， 扫除封建思想。 首要的便是与复古主义、 “保存国粹” 的思想作斗

争， 这也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可。 王禽雪就认为： “质言之， 保存国粹， 即保存故纸堆中之物耳。 四

顾国中青年， 大多数之嗜好皆奴隶之嗜好， 此所以来邻国之侮而莫敢抵抗也。 故吾谓摆脱青年之奴隶

性， 实为切要之举……贵志， 青年教育之尊师也， 倘广发婆心， 著论及之， 俾吾辈青年得以摆脱奴隶

性， 而知独立自尊之光荣， 非惟救青年， 乃救中国耳。” ［１３］ 陈独秀的回复看似客观， 其实基本上认同了

王的观点： “国果有粹， 未始不可保存。 乃国人于一切事物， 无论好歹， 凡是古代遗留者， 均以 ‘保存

国粹’ 为前提， 不许自由思想者加以非议， 其弊将不可胜言。” ［１３］ 在与封建遗老遗少斗争的同时， 更要

彻底破坏其生长的土壤———封建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 以扫清民主道路的障碍。 “现在革除那固有的制

度的坏的， 实践民治主义， 就是解救我们人民的根本条件了。” ［６］ 在他们看来，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及其

思想是封建思想的主要根源， 其在当时的表现就是复古主义和 “保存国粹”， 扫除封建思想从而推翻封

建专制， 就要与复古主义和 “保存国粹” 的思想作斗争。 只有根除封建思想和封建专制， 才能实现民

主， 解救民众。
另一方面， 要向代表了当时世界发展方向的西方国家学习。 “我的思想， 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

治、 教育、 文艺、 科学， 都该完全学人家的好样子， 断不可回顾七年前的 ‘死帝国’ ”； “总期， 中华

民国的国民， 做一个二十世纪时代的文明人， 不做那清朝、 唐朝、 汉朝、 周朝、 五帝三皇、 无怀葛天

时代的野蛮人” ［１４］ 。 如果说推翻封建专制和革除封建思想是破， 从各个方面学习西方国家则是立。 这种

“立” 不是形式上的一个共和国家的虚名， 而是对西方的全面学习， 是在否定封建思想基础上的全新国

民。 那一代人立场如此鲜明， 态度如此决绝， 容不得中庸和渐进， 即使到了 １９３５ 年出版 《中国新文学

大系》 的时候， 郑振铎依然在否定折中派， 他认为曾毅、 方宗岳、 余元睿等都是 “改良派”， “ ‘恐矫

枉过正， 反贻人之唾弃， 急进反缓， 不如姑缓其行’ 的人物， 这些折中派的言论， 实最足以阻碍文学

革命运动的发展” ［１５］ 。
可见， 建立理想共和国家的方法是与封建专制决裂， 走西方的科学民主的道路， 这一重任单靠少数

几个人是做不成的， 必须靠国民的共同努力。 由是， 提高国民素质就成为建立理想国家任务的重中

之重。

三

《新青年》 认为理想国家要表达国民总意， 而国民素质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强弱， 因此， 国家富强必

须依赖国民素质的提高。 为此， 《新青年》 同人急切且不无激进地提出了废除汉字、 提倡世界语， 否定

儒教和古代文化等一系列主张。 处于当时的情势， 极端也许更是一种姿态， 以此表达对时局和现状的

焦虑。 受进化论影响， 五四时代的学者对青年寄予全部的希望， 老年人成为落后和守旧的象征。 “青年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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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社会， 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 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与新鲜活泼者

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 陈腐朽败之充塞细胞人身则人身死。 社会

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 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予所欲涕泣陈词者， 惟属望于新鲜活

泼之青年， 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１６］邓萃英认为， “老先生之罪， 不在 ‘不通’， 不在 ‘自诩’， 实在戕

害青年， 犯精神的杀人罪”， “我们的目的， 不在 ‘与彼为难’， 不在 ‘攻其不通’， 实在 ‘救济青年’，
并 ‘表扬文学’ ” ［１７］ 。 青年由是成为启蒙的重点。 《新青年》 批判国民惰性， 探究其根源， 力图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同时， 又以西方为参照， 有针对性地对国民进行全方位的启蒙和改造。 当时， 在 《新青

年》 同人看来， 国民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身体素质差， 二是缺乏国民精神。 于是， 启蒙也

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
身体素质直接影响到国民性格和国民精神， 提高身体素质成为 《新青年》 启蒙的重要一环。 “国力

恭弱， 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 日趋轻细。 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 则见兵而畏之， 何有于

命中， 何有于致远？ 坚实在于锻炼。 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 非动其主观， 促其对体育之

自觉不可。” ［１８］体育锻炼的成效直接决定民族的体质， 同时与心理素质也密切相关。 对身体体质的重视

和 “力” 的推崇成为改变国民素质的途径之一， 一战中德国军国主义的最初胜利更是助长了这种风气。
对大力士霍元甲的介绍， 对西方军国主义的推崇都显示出 《新青年》 的这种倾向。 程师葛认为： “中西

国民强弱不同之故虽多， 而中人爱和平， 西人尚武勇， 实足为其总因。 故窃为德之军国主义， 最适于

今日之中国。” ［１９］同时， 《新青年》 还注意对疾病预防、 卫生等的介绍， 显示出对国民体质的重视。 早

婚是造成国民体质羸弱的原因之一， 要提高国民素质， 必须杜绝早婚， 甚至禁止体弱者结婚。 “以吾国

今日经济状态， 宜盛行独身主义， 因产业加强效率低于人口增加之率也。 以脑力体力衰， 蔽言之， 宜

励行择种留良之法， 禁止恶劣分子之结婚。 岂独早婚之应戒已哉。” ［２０］ 追究早婚的根源， 他们认为在于

封建家族制度， 而封建家族制度的根源在封建专制， 在儒教伦理。 毕云程就说： “仆以为欲禁止早婚，
非打破根深蒂固之家族制度不可。” ［２１］陈独秀也说： “惟早婚主义， 源于嗣宗主义， 即家族主义， 家族

嗣续主义， 源于儒教孔道祀祖孝亲主义， 儒教孔道不大破坏， 中国一切政治， 道德， 伦理， 社会风俗，
学术， 思想， 均无有救治之法， 不独早婚一害已也。” ［２１］ 也正因为儒教伦理危害如此之大， 所以才有了

《新青年》 对儒教伦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讨伐， 甚至极端到要否定古代的文化。
提高国民素质首要的是改造其灵魂， 提高国民素质， 精神比肉体更为重要， 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

变对此做了很好的注解。 鲁迅开始学医也是抱着健身强国的目的， 后来看幻灯片看到麻木的杀头的看

客深受震动而弃医从文。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 我已经到了东京了，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 我便觉得医学

并非一件紧要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

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

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２２］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必须靠先觉者的教育，
对国民尤其青年进行教育成为 《新青年》 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也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 当时思想

和文化传播的媒介是用古文灌输旧思想， 对国民启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 从内容上来说， 阻碍教

育的原因是 “文蔽”， 因此必须提倡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以改造之。 “士之浮华无学， 正文弊之结果。
浮词夸语， 重为世害， 以精深伟大之文学救之， 不若以朴实无华之文学救之也。 即以文学自身而论，
世界潮流， 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 非趋重写实无以救之。 写实派文学美术， 自有其精深伟大处， 恐犹

非空想派之精深伟大所可比拟。” ［１９］当时通用的是古文， 对国民进行教育要用新思想， 古文已经不能表

达变化了的新思想， 因此启蒙的另一方面就是从形式上提倡通用之语言， 并进而提倡白话文， 甚至世

界语， 对语言与文字进行改革。
《新青年》 对青年进行教育的两个方面也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 进行文学革命必定涉及政治与伦

理的革命， 因为 “旧文学、 旧政治、 旧伦理， 本是一家眷属， 固不得去此而取彼。 欲谋改革， 乃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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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迁就之， 此东方人之思想， 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２３］ 。 这里， 共和国家理想经由

“国民素质的提高” 和 “国民启蒙” 的途径而最终表现为文学革命的形式。 文学革命的范围要大得多，
不仅是形式上的革命， 还是推翻封建礼教和腐朽思想包括政治的、 伦理的、 心理的等等工具。 在这里，
文学革命又与古代文化发生紧密联系。 在对封建政治、 思想、 伦理等的否定上， 身体素质提高与国民

思想提升殊途同归并有机融合在一起。 文学革命的最初目的在于改造国民精神， 最终目的则是提高国

民素质进而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对封建腐朽思想的否定意味着民主思想的提倡。 《新青年》 的启蒙也正是通过对民主和科学的提倡

否定专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 《新青年》 的启蒙， 或者说对国民尤其青年的教育主要着眼于此。 启

蒙要讲究方式方法， 并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这就是 《新青年》 的另一旗帜———科学。 “吾人今日之教

育， 既为科学进步之结果， 则于公私生活各方面， 须有相当之权利。” ［２４］ 《新青年》 不但提倡民主而且

提倡科学， 也正在于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追本溯源，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 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和赛因斯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两位先生， 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 便不得不

反对孔教、 礼法、 贞节、 旧伦理、 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 旧宗教； 要拥护

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大家平心细想， 本志除了拥护德、 赛两先生之

外， 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 若是没有， 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 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 赛两先

生， 才算是好汉， 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２５］通过陈独秀的答辩不难看出， 民主和科学当时已为国民普遍

接受———尽管对其含义可能还存有误解， 但作为概念， 民主与科学已经深入人心。 同时， 也不难看出，
《新青年》 提出民主和科学的根本目的乃在于建设民主共和国家。

四

共和国家的理想显然是政治问题，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 《新青年》 又一再表明不谈政治， 二者在

这里产生抵牾。 我们不禁发问： 《新青年》 真的不谈政治吗？
尽管 《新青年》 一再表明， 其主旨是 “改造青年之思想， 辅导青年之修养”， “批评时政， 非其旨

也”。 但联系当时的社会形势和 《新青年》 的表述， 不难判断， 这只是一个障眼法。 《新青年》 不惟批

评时政， 而且将政治看得很重。 陈独秀在答复顾克刚通信中坦陈： “本志主旨， 故不在批评时政， 青年

修养， 亦不在讨论政治， 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 安忍默不一言？ 政治思想学说， 亦重要思想学说之

一， 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言， 无一语拦人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 德意志、 俄罗斯之革新， 皆其邦

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 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 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 乃中国旧式之书生， 非

二十世纪之青年也。” ［２５］顾克刚则肯定了陈独秀改造青年的积极作用： “素闻先生以改造青年之思想，
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 批评时政， 非其旨也。 惟冀国民思想根本之觉悟， 则先生之负任， 远在黎、
段之上。 黎、 段之用心， 惟在挽形式之不亡； 先生之用心， 当在挽精神之不衰焉。” ［９］ 从顾克刚恳切言

辞中可以窥探 《新青年》 对政治的关注和热衷。 另外， 从 《新青年》 编辑来看， 陈独秀曾经有参加反

清宣传活动和讨伐袁世凯的 “二次革命”、 创办 《安徽俗话报》、 协助章士钊主编 《国民日报》 《甲寅》
杂志等经历， 后来 《新青年》 更是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可见， 陈独秀始终对政治保持着高昂的激

情。 另外， 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鲁迅等人， 以及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 恽代英等人的加盟， 使

《新青年》 的政治性更为明显。 之所以一再表明不谈政治， 也许 《新青年》 读者的通信可做最好的解

释： “诚恐大志恶夫政象之不良， 著论力辟， 遭厄于大力者， 强令停刊， 则吾辈青年之粮饷， 或将再断

矣。” ［２６］由此观之， 《新青年》 所谓不谈政治只是迫于当时检查制度以及社会局势不得已的策略， 这也

使其与政治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新青年》 的目的是 “挽精神之不衰”， 即从思想上进行启蒙， 相对赤裸裸的政治革命要隐蔽得多，

也较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既申明不谈政治又不回避甚至特别强调政治的作用， 显示出 《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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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对政治的巧妙处理， 即 《新青年》 是在启蒙即思想领域内探讨政治问题， 是将其作为社会问题的

一部分， 从而淡化了政治这根敏感的神经， 也是躲避检查的一种手段。 应该说， 《新青年》 达到了自己

的目的。 处于当时的社会形势， 理想共和国家观念的真正达成必须经由对国民的启蒙， 其内容包括思

想、 伦理、 体质、 心理、 道德等诸多方面， 讨论的问题涉及人生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妇女问题、 早

婚问题、 文学革命、 教育问题等等。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从根源上寻找原因并有针对性地

解决， 对儒教伦理的批判和专制制度的否定也就成为最终的目标。 《新青年》 也确确实实是在这些方面

做着努力， 并始终保持着探讨中国解放的路径， 从伦理觉悟为 “最后觉悟” 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

争学说组织群众， 进行革命政治斗争， 推翻旧制度， 以取得 “经济问题” 的 “根本解决”， 并进而解决

一切问题， “再不是 ‘伦理的觉悟’ 而是阶级斗争的觉悟成了首要和 ‘最后的觉悟’ 了” ［２７］ 。 也正由

此， 《新青年》 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逐渐演变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由国民启蒙的良师益友逐渐衍变

为与反动统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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